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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户间知识共享研究对于农业技术扩散的推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国内外对农户间知识共享的研究已积累了一定量的成果，现阶段有必要对其研究脉络进行梳理与整合。基于已有文献的回顾，归纳并重新界定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内涵，建立农户间知识共享要素、过程、功能的三维度分析框架，包括：分析农户间知识共享的主体、客体、信息渠道以及共享环境等要素；系统讨论农户间知识共享的知识溢出、知识学习、知识转移及知识创新过程；综合考察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推动农户技术采用，进而实现农业技术推广，完善农业产业链发展的积极作用。最后，结合三维分析框架和我国农业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提出四点具有潜力的研究方向，以期为后来研究者提供启示与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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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udy of knowledge sharing among farmer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diffus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he relative research has accumulated a certain amount of achievements, and currently it is necessary to sort out and integrate its research context.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the connotation of knowledge sharing among farmers is concluded and redefined, and a research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at is, factor, process and function. First, on the factor dimension the subject, object, information channels and sharing environment are analyzed; seco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sharing among farmers is divided into sub-processes including knowledge spillover, knowledge learning, knowledge transfer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which are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third, the active influence of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s among farmers on promoting the adoption and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s well as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hain is considered comprehensively. Finally, four potential future research trends are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existing research framework and the new circumstanc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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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求，不仅推动了我国在农业新技术开发与研究中的持续探索，更重要的是强化了推广和普及农业新技术、新机械、新产品的重要性。农业技术发展至今，基本已经能够满足人类粮食生产的增产需要，农业要素市场上拥有着丰富而具有竞争性的新兴农业技术可供农民挑选。因此，农民在当代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已成为具有选择权的“顾客”而不只是按照自身经验从事生产的“劳动者”。农民在农业新技术推广与扩散中占据着主动性地位。然而，已有研究表明，农民对农业新技术的认知与采选决策行为，相比较于农机站、农技人员通过正式渠道所宣传的显性知识，反而是传统生产习惯、个体或群体经验以及群体内部长期交流所获得的隐性知识更起主导作用[1]。更具体地，由于农业新产品或技术采用效果的不确定性，农户在技术选择时更倾向于偏好其所在社会网络中已被成功应用且有着良好口碑的技术[2]。由此，区别于具有正式组织边界与管理流程的企业管理体系，农民之间知识共享更体现为鲜明的非正式、自组织特色。这种嵌入于农村社会网络的农户间隐性知识共享行为，为促进农业技术推广与扩散带来了不竭动力。

综观国内外有关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资料，不少学者已开始将侧重点放在了微观层面上农户与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的讨论。然而，已有研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关于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的研究，通常穿插在农业技术推广、扩散与农业组织管理等主题的研究资料中，而在农户间知识共享的机理、模型等深度研究领域，积累的文献较少，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第二，国外学者在农户间知识共享领域做了较多的探索，而国内学者目前在该领域的关注非常欠缺，有待激发。因此，本文在利用Web of Science、Scopus、CNKI、百度学术等文献资料库进行国内外关于农户间知识共享文献资料检索的基础上，综合梳理与整合归纳，提炼农户间知识共享的要素、过程与功能，并由此构建农户间知识共享的三维研究框架模型，指出农户间知识共享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以期激发国内学者在农户间知识共享领域的研究动力，并为今后更具系统的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1 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内涵界定

目前，知识共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图书情报学和企业知识管理领域，对农业知识共享的研究还处在一个起步阶段。农户间知识共享，与企业间、员工间的知识共享不同，因组织环境和组织成员性质的变化，整个理论的脉络需要进行重新梳理，需根据农村特有的社会背景以及农民独有的个体特征展开构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农村中村民间交流沟通的知识行为纳入到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中来，并逐渐由表及里地开始探寻农户间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的知识共享行为所蕴涵的理论规律。另有一些学者们尝试将企业知识管理理论与模型应用到农户间知识共享研究，也为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一种可行思路。
农户间知识共享这一概念及其内涵，目前尚未形成共识。在学术研究中相关的表述各不相同，如农民知识共享、农民知识分享、农户信息共享等都是现有文献中的提法。本文经过反复推敲，认为“农户”一词相比“农民”更加能够体现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中家庭的独立性，因为在农民的农业生产生活中往往都是以“户”为单位。并且，相对于“信息”，我们更强调“知识”（包括通过农技专员、农技宣传图册、互联网络等渠道传播的显性知识，以及通过口耳相传和干中学的农业生产经验与技巧等隐性知识）对于农业现代化生产的重要性。因此，本文认为，“农户间知识共享”这一概念能够更恰当、准确地反映其科学意义。

关于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内涵，不同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归纳而言，主要侧重于两个角度的阐述：（1）从微观个体的视角，农户间知识共享被视为农户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相互学习与交流是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内在本质。熊大红等认为对于农业知识的共享而言，个体间的知识共享是一种重要形式，农户倾向于向邻近农户学习和获取经验知识[3]。（2）从宏观层面的视角，学者们通常强调农村社会的关系网络对农户间知识共享的重要性，重在探索承载于社会网络中的农户间知识传播与转移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杨丽等将农民通过非正式的小组或者私人关系进行知识共享囊括在了非正式知识共享行为中，认为信任关系是农村社会网络衍生出的社会资本，而基于信任的非正式知识共享，在农村社会网络中更能弥补相对缺乏情感信任的正式知识共享行为的缺陷[4]。周荣等提出农户之间在基于血缘、地域、情感、同学、同事、朋友等关系基础上依赖于社会网络而实现的知识与信息互通有无、相互学习的行为，即为知识共享[5]。

结合前人的研究与农业生产的中国情境，本文将农户间知识共享作如下定义：农户通过地缘、业缘、亲缘等社会网络实现农业信息、农业新技术与农业生产经验知识交流与分享的行为。在个体层面，农户间知识共享表现为农户之间双向的技术、经验、知识的传授与互助；在组织层面，农户间知识共享表现为农村社会网络中的知识流动，其宏观规律受到社会网络及嵌入于其中的社会资本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2 农户间知识共享的要素

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结合系统论的思想与观点，发现可以从主体、客体、渠道和环境等四个方面对农户间知识共享的要素进行归纳整理，以系统考察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的静态结构。

2.1 农户间知识共享主体

在农业技术扩散工作中，农户扮演着新技术的接纳者、应用者以及传播者等重要角色。同时，也正是有了农户这个特殊的、具有鲜明地方特征的群体，才使得农户间知识共享具有与企业内知识共享不尽相同的特征。因此，从农户自身的特色中找寻影响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内在因素，充分尊重农户的主体性，注重发掘农村技术精英学习应用技术的能动性，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农户与农户之间信息与知识的良性互动。已有研究在考察农户作为知识共享主体的特征时，大多认为个体特征、受教育程度和认知水平等几个方面有着重要影响。

首先，农民自身的个体特征对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存在显著的影响作用。例如，性别因素的影响就得到了较多的解读。Siyao提到在农民获取农业信息的中，农村妇女应该被赋予更多的权利来参与到各个阶段的决策过程中，农业信息传播中应该更加注重不同性别人口在信息敏感性方面的差异[6]。类似地，Elias探讨了性别对乳果木复合经营管理中知识共享的影响作用，指出农民性别的差异在农户进行生产管理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当人们普遍认同男性在农林管理中作为主要资源管理者的主体地位时，容易忽略女性在种植方面所拥有的异质性知识也同样重要的事实[7]。然而，Kiptot则指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在农户间的自愿分享行为中没有明显的激励作用，而更多是出于个人和社区利益的结合，同时还受到了宗教信仰、文化规范、社会经济激励等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8]。
其次，农户自身的受教育程度与知识基础影响着其参与知识共享的意愿和能力。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户在知识共享过程中有着优势，能起到知识学习与传播的突出作用。Marra通过实地调查，发现熟悉柳枝稷生产的农民具有一个普遍性的特点：被访问的农民越年轻，其受到的教育程度也越高，伴随这一特点的是这些农户拥有比其他农户更大的农场以及更高的农场收入。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更加愿意利用多种信息来源来表达关于种植柳枝稷的各种观点与看法[9]。而另一方面，农业知识水平低的农户在日常生产中将处于劣势地位。Solano提到，农民有关耕作水平方面的受教育程度对其获取信息并从事生产行为有着显著性影响，受教育水平越低的农民越依赖于其信任的信息来源所提供的生产资讯[10]。Mufara也指出，农民教育和知识水平低将成为农业生产领域的挑战之一，他们将面临的巨大困难可能来自于经营仓库的应收账款计划、农业合同安排、与商业团体的一般互动以及与其他农民的生产信息沟通等[11]。

第三，农民会因自身素质、生活环境的不同而对同一技术产生不同的看法，即农民的认知和心态会影响着农户间的知识共享行为，这也正是赵文军在其所总结的虚拟社区知识共享行为驱动机制中，认知驱动机制所包含的重要概念[12]。类似地，喻登科等提出了知识网络的结构、行为与绩效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其中社会心理通过影响这些作用关系而对知识网络结构演化、行为激励和绩效实现产生调节作用[13]。基于中国农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的现实背景，国内学者将研究侧重点放在农民的农业生产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等信息素质水平[14]、科学文化素质[15]以及思想观念[16]等特征，这些认知方面的能力正在影响着农户间知识共享更大范围的实施和实现。国外学者则主要研究农户认知对其行为在具体领域的作用。Rahman基于农户认知-行动理论研究了孟加拉国现代农业技术扩散的环境影响因素，提出农户技术培训、技术传播意识强化等会改变农户的环境认知，而这种认知在很大程度上进而影响着农户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农业生产信息分享的技术扩散行动[17]。Khan等构建了乳业农户防治家蝇的知识-态度-行为模型，他们认为农户的行为共同取决于知识与态度，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和知识基础有关[18]。
2.2 农户间知识共享客体

在知识管理领域，对知识的内涵界定及特征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对于农户知识的定义则缺乏共识与系统探悉。肖湘云等在其研究中提到了农业知识，并根据其存在的形式和编码的难易程度分为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还对两者所指向的具体内容做出了较为清晰的界定。农业隐性知识主要是指农户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技能、诀窍和认知等；农业显性知识主要是农业群体和组织中规范化、系统化的农业知识，如农业种植养殖技术手册、农业调研报告、农业知识数据库等[15]。农户所拥有的隐性知识相对于显性知识而言，更具有传播和利用的价值。

在生产实践中，农户依靠关系网络获取得到的农业生产相关信息，基本都属于农业隐性知识的范畴，它们通过农户间展开的生产沟通、经验交流等一系列非正式组织行为所传播。肖湘云等认为，由于隐性知识具有个体性、意会性和情景依赖性等独有特性，所以获得农业个体隐性知识的关键是通过共同的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来体验他人的隐性知识[15]，即所谓的“干中学”。旷宗仁等也提到了农民认知决策行为主要依据不是通过书本、网络、培训讲座而得来的显性知识，而是深嵌于生产惯例、劳作经验以及内部交流所获得的隐性知识[1]。当然，也有学者指出，农户间的知识共享过程实质上是隐性知识的一种显性表达。石秀和等表示，农户在长期从事生产、种植、养殖等活动中形成的隐性知识，经过个人“知识编码器”编码并通过语言、文字、动作等符号系统表达出来后，对于指导具体的农产品生产与销售等行为有着重要意义[14]。
2.3 农户信息获取渠道

    与企业中获取信息的渠道相类似，农户在农村社区中获取信息的途径可以分为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赵金秀等通过知识分享渠道诠释了农民之间的知识共享过程，该过程既可以通过政府和民间协会的培训计划、当地部门组织的文化夜校，以及网络等正式渠道获取、传播与扩散农业新技术知识，也可以在个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沟通与交流等非正式渠道来完成。两种渠道下知识共享行为的整合与互动有利于激发与提升农业技术创新能力[19]。旷浩源提出社会网络中的农户间知识共享为农业技术扩散提供了信息资源获取渠道，其信息获取模式在农业技术扩散的各阶段会有所不同，先后包括“守门人”模式、“宣讲会”模式、“大户效应”模式和“打猪港”式聊天模式等[2]。
在中国的农村社区中，农户间保持着一种相对较为纯朴的关系,人际交往较为密切，农户间信息交流与互动较多，农户间的交流成为他们获取知识和创造价值的重要手段。很多学者都发现，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农业生产，农户的信息来源都离不开他们的熟人，即社交网络。刘亚等指出在农业新技术应用的早期，仅有很少一部分农民愿意承担风险、先行采用，但一旦得到认可后，通过这些农民口头传播、示范，能够迅速带动更多的农民学习和接受新技术，农民的社交网络成为农业新技术信息的主要传播渠道[20]。金晓彤也指出，农村居民在“熟人社会”下所形成的特殊亲缘和地缘人际网络中有其独特的沟通方式，其知识共享渠道主要依赖于人际交流，而社会网络作为载体与媒介，对农民交流和获取信息有着深刻的影响[21]。李锋在分析农户的化肥购买行为中发现，农户的主要信息来源是自身经验以及亲朋好友或农资店主的推荐，但很少采用其他的一些大众化传播渠道[22]。

通常情况下，农户所熟知的亲戚和朋友构成了农户社会网络的节点集合。杨丽提出，由于农村社区的血缘特征等因素，使得人情、亲情成为农民的立足之本，而这一因素又会导致当农民个人拥有高价值的知识时，他们会有高的知识共享意愿，进而为高知识共享水平提供前提条件[23]。Ramirez等发现农户通过各种社会网络获取灌溉技术信息，并且亲戚朋友的关系网络是未采用技术农户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24]。Jensen等针对从东帝汶1511户农村家庭里收集的数据，运用二元逻辑回归得出种植者间的亲密关系是农业生态区域采用改良品种的重要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提出农业传播策略的实施应考虑社会关系的建议[25]。
2.4 农户间知识共享环境

农户间知识共享环境是每个农户所在的环境氛围，它可以是组织为农户建立的一个激励因素，也可以是农户间自然形成的交往氛围，主要可分为包括农户社会心理与激励机制的软环境，以及包含信息共享平台的硬环境等两个方面。农户社会关系的形成与稳固取决于农户面向社会群体时的选择性心理，激励机制是对农户社会心理的正向刺激与引导，而信息共享平台的构建则为农户间知识共享创造了一种有效的支撑条件。

陈星等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个体间互惠、利他主义以及同情等3种动机对小规模社区成员知识共享意愿均有着显著影响的结论[26]。更进一步说，信任、从众等社会心理因素在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的激发上起着关键性作用，社会心理对一些看似非理性的知识共享与决策行为具有解释力。Biag-Manalo对菲律宾14所农村田间学校的访谈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农民间交流沟通以及信息分享的语境，使得知识共享得以实现，而他们愿意进行交流沟通的基础是信任关系[27]。孙娟等从不同社区信任源的视角出发，探究和比较了社区感知、社区信任对农户品牌行为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社区信任对农户品牌行为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28]。Sneddon等为调查如何以及为什么农业技术采用或拒绝，运用BASS扩散模型来检测在澳大利亚羊毛行业中羊毛检测技术的扩散发展情况，发现技术的采用是由采用者的社会背景和采用者组内模仿所决定的，即，新技术的后期采选行为主要受到“模仿”因素的影响[29]。而王悦直接总结出了农民消费行为的一些心理特点，包括生活性消费的“跟风”、生产性消费的“趋同”、特殊性消费的“从众”等。消费观念的保守性、消费心理的独特性、“感性消费”的倾向性、消费市场的局限性、消费环境的落后性导致农村地区农户对技术、要素、产品等方面的消费具有显著的“邻居效应”[16]。相类似地，李俏以对全国十省农村地区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了影响农民科技需求的因素。研究显示，当前农民科技需求较多且迫切需要农业服务，但专业培训不足与合作参与较少的弊端突出，种养殖仍主要依靠传统经验，在技术采用中存在较强的“从众心理”[30]。以信任关系为基础，从众心理使得农村经常会出现一个村落中大部分人都采用某种技术或者都没有采用某种技术的现象，这时村民之间的信任由跟风从众转变上升到了一个集体决策的层面。Bell通过对农民是否决定使用杀虫剂的调研观察，发现集体级别特征在解释个人决策是如何产生中作用突出，农户做出决策时周围农民的特质比他自己的特质影响更深远[31]。

在农户间知识共享理论的相关研究中，有一些学者认为要促进农户间交流共享，就必须以农户作为主体，根据农户固有的特性来设置激励机制。如熊大红通过分析影响农民知识共享的因素，提出需建立薪酬和精神激励机制，树立典型、建立榜样激励机制，建立和完善乡土文化舆论激励机制以及确保农业知识共享的顺利进行的激励执行机制等措施来促使农户更加自主自发地进行知识共享[3]。潘劲则指出农村合作社中农民持有股份是成员身份的重要标志，也是成员行使民主权利的基础，农户成为所有者的前提是投资入股，获得使用合作社服务的资格，从而实现所有者与使用者的身份统一[32]。在激励机制设计时考虑农户的认知与行为心理，从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两个方面加以深入落实。

农户间知识共享是一个微观层面的农户行为，发生在农户个体与个体之间，且对农户的采纳决策行为具有直接而有效的影响作用。如果能够全面性地引导农户知识共享的微观机理，那么农户间知识共享就可以成为农业新技术广泛意义上的直接推动力。知识共享平台就是一种重要的载体，能最快捷和规模化地集结农户并为其提供相应的信息服务。邓俊淼等研究认为，提高农户信息共享水平是提高农产品供应链增值幅度的主要途径，可通过建立农村合作组织或农产品行业协会，建立农户的信息共享代理，为农户提供信息共享平台[33]。王维薇等认为，完善的农户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是农村征信制度建立的基础，通过信息共享，农民的社会福利能得到改进，信用信息资源能实现最优配置[34]。肖云祥等基于SECI模型构建了农业知识共享的四种机制：原始场下的农业知识群化共享、对话场下的农业知识外化共享、系统场下的农业知识融合共享和练习场下的农业知识内化共享。从利用网络交流工具、构建农业知识库，建立农业知识共享激励机制，营造良好的知识共享氛围及交流环境来促进农户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相互转化[15]。更有意思的是，Villamor等开发了一个“放牧游戏”，为西非的农民应对极端气候变化的影响做出合理的应对措施提供了平台。实验结果表明，农民在游戏中非常积极地分享了他们的观点、知识和气候相关问题的看法[35]。农户知识共享平台建立的宗旨是为农户之间在日常生活中信息交流与知识分享带来便利，消除小农生产环境中消息闭塞的弊端，让农户在分享自身生产经验的同时也能汲取他人的友好建议，让农户所拥有知识的价值与效用最大化。
3 农户间知识共享的过程

农户间知识共享是一种空间维度上的知识转移行为，但也同时是一个知识资源投入与产出的循环创新与内生增长过程。根据野中郁次郎的SECI理论，知识共享包含着社会化、外在化、组合化、内隐化等四个知识转移转化子过程。农户间知识共享，具有非常显著的隐性知识共享特征，对社会化的共享情境具有高度依赖性。内隐性的知识只有经过完整的SECI过程才能在持续转化过程中完成一家农户向另一家农户的转移。农户间知识共享的转化过程，可分解为三个逻辑步骤：第一，作为知识拥有者的农户对其所掌握的知识通过语言加以表征和外化，形成一个知识溢出过程；第二，在一个社会网络场（或者称之为巴）中，农户们对农业技术知识进行选择、组合、讨论、集成，让新旧知识、不同来源的知识、不同结构的知识在一个系统中彼此融合，重新生成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知识；最后，作为知识接受者的农户对融合后的知识进行汲取、接受和运用，完成吸收和内化过程。周荣等指出农户不仅善于评估和学习新型的农业技术，而且还能根据自身的情况和环境条件，对农业技术做出应地制宜的调整[36]。因此，农户能为农业新技术的改进提出最切实有效的建议，并在试验中进行技术改进和优化，诱发着对农业技术的二次创新。换而言之，知识转化、整合与创新也应该属于广义的农户间知识共享过程。而且通过知识创新，促使知识接受者又能转变为知识拥有者，伴随着农户从创新与实践中获得的成就感以及自豪感，促进着新一轮向社会网络中周围“邻居”分享的冲动，使得农业生产知识能呈指数型扩散并得到螺旋升级，强化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可持续性。图1较直观地诠释了农户间知识共享过程，农业新技术知识通过溢出、学习、转移、创新等子过程实现转化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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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农户间知识共享过程

3.1 农户知识溢出

知识溢出是知识拥有者隐性知识的显性表达，是知识外部性的一种表现。Romer的研究表明个体间的知识基础越相近，知识溢出产生效果就越好。知识溢出在提供创新和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刺激了知识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实施者，具有一定的群体行为特征，一个特定地域环境内的大多数农户都拥有着相似的知识条件、知识基础与知识环境[37]。由此，农户与农户之间极易产生知识溢出。刘祚祥研究发现，基于血缘、地缘与业缘而结合产生的农民群体，在共同的生产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相互学习机制，并产生知识溢出效应，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就是哈耶克所说的“免费的礼物”[38]。而在农村环境中，农户之间的信任关系基本都是依托以亲情为纽带的关系网而建立，这使得农户间知识共享过程中知识溢出和知识应用的速度和质量都很高。薛永基发现一旦有林区创业农户采纳了包括新技术采用、市场信息获取和组织模式革新等方面的新知识并获取较好绩效后，以亲情为主线的传播网将起到迅速扩散的作用，使得更多农户应用相关知识并从中得利[39]。农户知识环境的相似性以及关系网络中的凝聚性，为知识溢出的高效性提供了保证。

3.2 农户知识学习

对应于知识溢出，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另一过程是知识采纳者的知识输入，也就是农户通过向他人“取经”的知识学习过程。霍生平提出在现代农业运营体系中，农民作为“学习共同体”成员分享知识，包括熟悉协同行为方式、交流技术、分享信息等。农户所特有的生活品质与习惯，使得“学习”这一行为活动较难在这个群体之间铺展开来[40]。然而，农户有意愿投入时间在农户间的交流“互动”这一隐性学习过程中。Leeuwis认为农民的社会学习是一个提倡通过互动、参与、共享的方式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包括民主、谈判和反思[41]。Kroma将农户的社会学习分为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网络互动经验交流和在实验与观察中学习两种类型，而且调研发现第一种类型的知识学习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不同类型的农业网络之中[42]。朱月季等基于农户个体的异质性，考察了社会规范和农户知识学习对农户技术釆纳动态过程的影响，仿真分析得出农户依靠社会网络的互动学习是新技术扩散推动力量的结论[43]。

3.3 农户知识转移
当农户采用了新技术或者新方法并取得较为显著的收益时，该农户通常会对自己的采用决策充满肯定与自豪，这些感情将毫无保留地表达在该农户与其他农户的交流之中，使得其他农户接收到新技术的信息及实践成效。基于这一描述，农户间知识共享可归纳为：农业技术知识从知识势高农户向知识势低农户进行转移的过程。徐生菊认为农户知识链内部分个体通过长期的业务实践，积累了丰富的隐性知识，通过链内成员间的知识共享可以在链成员间传播和分享这些经验和技能，形成知识的传递与转移[44]。农户的个人编码通常只是一些个体所拥有的知识，它无法进行传播和交流。而农户间知识共享是把只能由个人识别的“个人编码”转变为可以为大多数人所识别的 “公共编码”的抽象过程。周荣等提到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是利用社会网络中的强联系和弱联系实现农业技术知识与相关信息向大多数农户快速传递的过程。农户知识溢出与学习的整合其实就是农业生产经验知识从一个农户转移给其他农户的过程[36]。而农户间知识转移的这一过程通常基于农村社会网络自发、潜在进行，而农户间知识异质性、趋同性、包容性的平衡则使得知识能够得以不断地扩散、整合与创新，形成一个农户间知识共享的良性循环。

3.4 农户知识创新
农户是农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微观主体[45]。通常情况下，农户间发生知识转移时，知识接受者会结合自己的理解与过去积累的生产经验，将获得的新知识进行调整与改进之后付诸于自己的农业生产实践，即，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知识再创造环节。Mtega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在日常活动中会经常分享和创造知识。农民的知识主要通过在若干场合的讨论和对话来进行分享，进而实现在观察、个人经历和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创造新的知识，实现农户的知识创新[46]。研究显示，农户的知识创新能力与其前期的知识共享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赵金秀通过对山东省寿光和青州两地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民知识共享行为越充分，农业技术创新能力越强；农民从外部获取的知识越多，农业技术创新能力也越强。赵金秀还提出，为提高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宜采取措施加强农民的知识共享行为，拓展农民的知识获取途径，促进农业知识创新进程[19]。农户知识创新与农户间知识共享是一个难以逻辑分解的复合过程，只有经过了农户再创新的知识，才能够让知识利用过程更加顺畅有效；同时，只有共享了大量的知识之后，农户才具备整合与创新知识的能力。换而言之，知识创新与知识共享存在相互依赖性，为此，本文将农户的知识创新环节纳入知识共享过程，以强调知识创新在农户间知识共享中的重要地位。

4 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功能

农户的知识共享行为不仅能为更多农户提供最新农业科技生产知识，加强农户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的理论知识；还能在很大范围内提升农业新技术的采用率，促进农业新技术的全面推广与落实。进而，让农户在此过程中实现知识与效益的双丰收，实现农业技术扩散绩效，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4.1 农业技术采用

微观上来看，农户间的知识共享行为能直接影响知识接受者的技术采纳行为。农户间知识共享能直接而有效影响农民的生产决策，当农户得到他人的推荐或看到成功的个案时，也会产生尝试的心理意愿，这种心理会驱使农户做出采纳决策。朱月季指出新技术在农户群体中的扩散过程伴随着社会规范的演化，社会规范的演化暗含于农户之间的互动和选择行为的演化，农户依靠社会网络的互动学习是农户技术釆纳的推动力量[43]。旷浩源认为，由于新技术采用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农户在技术选择时更倾向于选择可靠熟人已采纳或介绍的技术[2]。Matuschke等在计量经济学模型中以农民综合特点和社会互动数据识别个人网络,并利用村级变量作为网络效应的代理，发现个人社交网络在技术采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7]。更具体地，在农药等产品的应用中，农户间知识共享能够减少农户对农药的滥用或乱用。Chen等通过对中国转基因抗虫棉花种植的农户间关于病虫害管理和农药使用方面的知识共享研究发现，加强农户间病虫害管理相关知识的共享能有效降低10%-15%的杀虫剂使用量[48]。

4.2 农业技术推广

农户是技术推广应用的主体，而不是被动接受的客体。因而，农户在农业技术扩散中的地位不容小觑，农户之间信息与知识的互动与共享行为对于宏观层面农业新技术的推广与扩散的影响举足轻重。Calatrava等运用二项概率模型来识别社会经济和制度因素是否是决定橄榄树果园地膜使用的影响因素，发现扩散程度似乎是基于农民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其他外部的信息来源[49]。胡海华以有机大棚蔬菜种植为例，研究了社会网络强弱关系对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发现充分利用农户之间的互动和影响是促进农业技术扩散的有效手段[50]。农户间知识共享所带来的影响力为全面推广农业新技术提供了不竭动力。Bandiere指出，农户的社会网络强度越高，越愿意和网络中其他农户共享技术信息，有效促进新技术扩散；同时，社会网络中若存在已采用技术的农户，能够提高新技术的推广覆盖率[51]。Kiptot也提到了农户间的亲密关系带来的种子分享行为能够极大地促进相关技术的推广与传播[52]。农业技术扩散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环节，而基于社会网络的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是农业技术推广与扩散的微观反映，因此农户间知识共享是农业发展的内驱力来源。
4.3 农业产业发展

进一步，从宏观角度来看，国内外许多实证研究均表明，农民间知识共享行为对于增产增收、价值链增值乃至整个农业产业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Kiptot等提出农业发展是一个社会过程，通过密集的农户网络，农户间分享种子和技术知识等行为有效地促进了肯尼亚农林产业的发展[52]。Adebayo 等研究尼日利亚西南部的蔬菜业时发现，蔬菜业价值链的价值增值与发展可以通过蔬菜种植农户间的知识共享极大地得到提升[53]。通过农户间知识共享，有助于化挑战为机遇，提高农产品供应链的科技水平，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环节的科学化和标准化。在此基础上，农业产业链总体升级，农业经济能够实现由劳动力密集向知识密集转型发展。
5 研究框架与展望

5.1 研究框架
综上，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是发生在农业生产基层中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常见现象，而该现象的背后蕴藏着影响农业新技术采纳甚至是农业新技术推广与扩散的具有农村特色组织的系统。这个系统以无边界的社会网络形式存在，没有严格的组织规范，但却能实现农户间相互交流、分享、学习、协同创造的功能，并以此指导农业生产生活，推动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经济发展。农户间知识共享，是一个表面上无组织与系统设计而实际上有着系统、情境特征且遵循着特殊规律与流程的自组织过程。研究农户间知识共享，相较于研究具有边界的企业组织、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有着更大的难度，这也是目前在该领域事实上仍不够深入的原因。然则，已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开始透漏出一个研究框架，而这个研究框架的梳理对于后续研究有着重要的引领和指导作用。为此，本文对农户间知识共享领域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整合与归纳，探寻研究成果间的共同规律与逻辑联系，并力图提炼出一个展示农户间知识共享系统的整体框架（如图2所示），希冀启示后来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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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农户间知识共享的研究框架
根据农户间知识共享的研究框架，可得出以下结论：

农户间知识共享主要可从要素、过程和功能三个维度进行概括。其中，要素和过程分别考察了农户间知识共享的静态结构与动态运行两个层面，功能则从现实意义的角度对农户间知识共享进行影响评估。这三者之间存在交互性的作用：一方面，农户间知识共享的静态要素与结构对其动态运行过程起着支撑作用，为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全过程提供了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动态运行过程反过来对静态要素起到融合作用，农户间知识共享过程持续循环为要素的更新与利用带来的活力；最后，农户间知识共享静态要素与动态过程共同作用，促进和完善了其对农业技术推广与发展的功能作用，揭示了农业技术扩散机理的微观本质是农户社会网络中知识共享行为的客观规律。

（2）农户间知识共享主要包含四大要素：主体、客体、渠道和环境。农户在农村这个特定的环境下，普遍具有受教育水平落后、认知水平偏低的特征，这使得他们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更偏向于依靠非正式场合的交谈进行个人观点、生产经验等隐性知识的交换与分享。基于此，农户的社会网络成为了农户间知识共享的主要渠道：作为农户进行交流沟通的基础，也是农户生产经验转移的桥梁，为农户间建构联系提供了媒介，同时也为农户传递、表达、接受新的信息和知识提供了载体。在由社会网络支撑的共享环境下，信任与跟随等社会心理对农户的知识共享意愿与技术采纳决策起着主导作用。尊重农户特色的激励因素以及加强交流的共享平台，也将对农户间知识共享的效果产生积极影响。

（3）农户间知识共享的整个过程是社会网络节点之间进行信息交换与知识转移的双向过程。当具有知识势差的农户节点进行共享时，知识势高的农户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传授给给知识势低的农户，实现了知识给予者的知识溢出。同时，知识接受者在吸收他人经验知识的过程中，达到了知识学习的目的。总体而言，知识给予者对知识接受者的知识传递即是一个完整的知识转移动态过程。而依托于知识转移过程，双方农户之间可能又会相互激发，从而产生新的认识与看法，实现知识从分享到创新的突破。因此，农户间知识共享是一个包含溢出、学习、转移、创新等多个子过程的持续循环与创新改进过程。

（4）由微观到宏观，农户间知识共享功能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其一，知识分享行为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后来者农户的技术采选决策；而一旦农户的成功经验得到分享与扩散，相应的农业新技术将被更多的农户知晓并采纳。其二，农业技术知识基于社会网络的快速传播，使得农户间知识共享在中观层面的效果体现为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推广与扩散。其三，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下，农户间知识共享以促进农业新技术推广为中介，能进一步促进农业产业链升级、农业价值链完善，促进农业技术系统的转型升级，带动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要想让农户间知识共享进入良性循环，建立科学的知识共享要素体系、改进高效的知识共享流程、引导有效的知识共享价值实现是关键。只有着力打造农户间知识共享要素、过程和功能的三维体系，并遵循其内在关系和作用规律加以强化引导，才能有效运用农户间知识共享理论指导实践，提高农户间知识共享的规模与效率，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和拉动农村经济升级化发展。
5.2 研究展望

值得一提的是，农户社会网络是国内外农户间知识共享相关研究的重点与热点，很多学者都着重强调了社会网络是农户间知识共享的载体，为农户间知识共享行为提供了广而全的路径支持。然而，虽然学术界对农户间知识共享的理论研究已经获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仍需展开深入研究与丰富完善。尤其是国内，目前关于农户间知识共享的探讨还浮于表面，缺乏对其内生性影响因素和机理规律的系统性分析，也缺乏对中国特殊农村情境和现实背景的特别考虑。本文结合已有的研究框架和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发展背景进行分析，认为国内后续研究可从以下方面展开：

（1）研究对象方面。国外针对农户对农户的经验交流与分享研究比国内更为丰富，且国外学者更注重将“农户”做为研究主体，对其人物特征、心理倾向以及认知态度进行讨论，而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主要研究重点放在了针对农民的信息服务机构或合作社机制的设计上，虽然强调了农民获取信息的重要性，但未能对农民间自愿进行信息交流与知识共享的影响机理进行详细而全面的剖析。因此，国内的未来研究方向可以从中国农民独具的本土特色出发，综合整理影响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因素，深入分析研究“中国式”农户间知识共享的作用机理，并且将侧重点更多地放在农户对于新型技术或产品认知以及心理状态的变化等方面，开展情境化、本土化研究。

（2）技术支持方面。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网络逐步成为时代的标签与特征，互联网的发展与应用为农户间的交往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通讯媒介。互联网技术在农村中恰当的运用将提高农户间交往的效率，扩大农户交往的范围，增强农户交往的互动性和深入性。在研究农户间知识共享平台时，可着重考虑现代信息技术维度对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催化影响作用。现有的文献中多提到电话、电视、电脑等通讯设备对于农户获取信息所带来的便利性，然而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实则可以更深入地介入农户间的信息沟通与交换，如建立农户手机端交流平台，使得农户可以通过“朋友圈”的状态信息直接让其好友了解自己所采用的新技术及其动态效果。这种便捷、实时、直观的通讯技术支持能提升其他农户接受与采纳新技术的信心，为农业技术推广与扩散带来新动力。
（3）共享过程方面。农户间知识共享能有效地激发农户知识创新,进而提高农户的创新能力。因此，农户间进行知识共享不只是表面上看来简单地从知识拥有者输出到知识接受者输入的转移过程，而更为重要的是有一些知识基础、生产经验和技术能力较高的农户，他们不仅善于估量和学习新型农业技术，而且还能根据自身所处的条件，对农业技术做出适宜的调整。知识整合与创新伴随着知识共享行为，同时也是研究农户间知识共享的潜在意义所在。所以，如何更好地促进农户间知识共享中的整合与创新过程也会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4）影响效果方面。在农业新技术的开发与研究层面，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中国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往往只有少数切实且有用的重大发明项目能够得到普适性的应用与推广，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率低已成为限制农业产业转型发展的瓶颈因素。全方面解析农业新技术扩散的微观机理与宏观机制，成为我国农业产业、技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而从农户间知识共享的视角去切入研究，将是一个可行的研究方向。建议未来研究应着眼于我国在重大农业技术项目等方面的实际案例进行跟踪调查，探寻农业新技术从问世、宣传、推广到全面扩散的整体过程，探索农户间知识共享的宏观价值实现路径。
6 结束语

农户通过其社交网络进行信息与知识的交流，是农业新技术扩散机理的微观具象表现，也是农业新技术切实落地的快速通道和农业技术经济转型发展的内驱力。本文在对前人研究成果梳理与归纳的基础上，提炼农户间知识共享的要素、过程与功能三维度的主体内容，并由此构建农户间知识共享分析框架，对于探索农户间知识共享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而未来研究方向的提出也将对后续研究者提供启示与指引作用。当然，本文所提出的研究框架只是对过往研究的一个经验总结，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和未来新研究视角的提出，该框架模型也需要不断丰富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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